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油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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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６月，全面内战爆发，党中央当时估计这场内战将是长期的。中共广东区委认为，广州的地下党组织必须根据这一新的形势进行调整，把党的组织完全隐蔽起来。广州地下党组织遂采取果断措施，按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广州市委改为特派员制，派钟明同志担任特派员，并撤销原来的总支、支部和小组建制，改为纵深配备的单线联系。随后又对全市的中共地下党员逐个进行审查，将大批有所暴露或不能长期埋伏的党员转移到农村或别的地区，保证广州的地下斗争能够继续向前推进。
但这些正确的措施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留下来的党员甚少（中山大学留下的党员只有十余人），使党与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受到了严重影响。但党组织调整后的活动刚启动，一时也不宜大量发展党员，而积极分子经过几次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特别是1947年1月7日反对美军暴行和美国干涉我国内政的斗争洗礼后，不仅政治觉悟大大提高，甚至有人提出组织“抗暴联”等，这表明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的主客观条件均已成熟。经中共广东区委批准，广州地下党组织于1947年3月首先在中山大学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取名为“中山大学爱国民主运动协会”（以下简称“爱协”）。在随后的“五卅”运动中，“爱协”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党组织的得力助手。“五卅”运动后，党组织将“爱协”逐步扩展到全市的其他大、中学校，改称“爱国民主协会”，后改称地下学联1。1948年3月，原广州市人大主任邵源堃在广雅中学读书时由谢日平介绍参加了地下学联，参与学生进步活动。同年秋天，邵源堃接到上级领导通知，要他在广雅中学内建立起一个秘密的油印站，以打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扩大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适应迎接解放形势发展的需要。
邵源堃欣然领命，但又为地点犯了愁。油印站的事情必须保密，肯定不能在课室或者宿舍里进行，到底在哪里可以安心开展油印工作呢？在他辗转难眠之际，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地方：可以将油印站设在冠冕楼的广雅图书馆！第二天，他赶紧联系他的线头2，向其汇报了秘密油印站的选址，并陈述了三点理由：一是自己已争取到在广雅图书馆做义务服务员的名额，可以入书库帮助整理图书，不会因长时间、多次出入图书馆而引人怀疑；二是冠冕楼那座殿堂式的独立建筑内，书库与报刊陈列阅览的地方是隔开封闭的，同学到图书馆借书或者阅览都不会也不能进入书库，便于自己在刻印时不被发现；三是地理老师兼任图书馆主任的王立昌，思想比较进步，一直在多方争取经费，尽量多购置有利于陶冶学生情操、促进学生思想进步的图书资料，诸如《大公报》《文汇报》《世界知识》《观察》等报刊，学生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都可以随意阅读。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上课不会完全按照当时的课本来教，会亲自编写讲义。他很欣赏自己的篆刻水平，时常请自己帮忙刻印讲义，正好可以借此为秘密油印工作打掩护。于是经上级批准，邵源堃开始了他在广雅图书馆里的秘密油印工作。
最初邵源堃接到的任务，主要是刻印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以及各地的学生进步活动等内容的传单。一段时间之后，他接到的任务越来越多，不仅要刻印解放战争胜利消息等传单，还要刻印新华社播发的一些文件，上级遂将传单改为印制名为《广州文摘》的宣传手册。后来，因广雅图书馆书库刻印的条件所限，《广州文摘》的秘密油印工作有段时间曾转移到谢日平家里。
1949年4月，解放军已经渡过了长江，向南方地区进军。为加紧迎接解放，组织上决定在宣传方面要扩大油印《广州文摘》的数量，并且找到了一个更为隐蔽的地方：西关留庆新横街19号。那是国民党广东省保安第三师副师长兼第九团团长陈赓桃的一座花园式别墅，四周有围墙，里面是一栋三层的洋楼（后来因环市西路扩建而把它拆了）。当时，陈赓桃的部队驻防在广东南路水东、电白一带，除了他的儿子陈孔杰之外，其他家人都不住在广州。陈孔杰在长风中学读书，是地下学联成员，住在学校，多数时间不在家，这栋房子里就只有个佣人。陈孔杰向组织提出房子可供组织使用。组织上遂安排邵源堃的线头——黄菘华将此事转告他，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将油印站转移到陈赓桃的别墅里去，继续刻印《广州文摘》。因此，自1949年的5月开始，直到广州解放，邵源堃就是在那栋别墅的一个小房间里开展油印工作。可以说，近半年的时间里，邵源堃是在敌人内部，一直受“保护”地进行秘密油印工作。
至于《广州文摘》的内容来源，大多数是党组织将香港出版的《华商报》《大公报》等报刊通过地下交通线传回广州，再经由黄菘华转交的。在《广州文摘》上曾刊登过《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等文章。《广州文摘》内容的另一个来源则是广雅中学的广播室。当时，广雅中学的广播室由地下学联的几个同学负责。有同学利用里面的收音机收听延安的广播，将收听到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抄录下来，然后再转交给邵源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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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好保密工作，当时的地下油印站分工明确，单线联系。油印工作一直是交由邵源堃负责，从刻蜡版到印制都是由其一人独自完成。为了方便隐藏，刻印工具也是相当简陋且“出乎意料”。邵源堃用留声机的唱针制成刻写钢笔，在“警钟”牌蜡纸上一个格子写四个字；用的钢板是特意裁成两平方英寸的小块；油墨刷子是用有凸边的胶屐皮，当中剪开，用图钉按在相应的一块木板上制成。刻好蜡纸之后，在蜡纸前边、后边各用图钉钉在木条上固定好，接着就可以油印了。油印完了之后，就把蜡纸烧掉再冲进厕所。刻印工具则是拆开后分散放在一些隐蔽的地方，也不容易被搜查出来。另外，按照当时地下学联制定的《秘密工作条例》，如果不是直接联系的人都不能发生横向联系，所以即便是对房屋的主人陈孔杰，组织上也只是告诉他“有个人要去你那里做点事”，至于是谁、去做什么，陈孔杰则毫不知情。就算是解放前夕，油印任务繁重，一次印制数量六七百份，甚至超过千份（特别是《约法八章》）时，都是由邵源堃一人独自完成。另外，为了避免油印站被敌人发现，他们在购买油印的用品时也特别谨慎，都是在不同的小商店里一次买一些，一点一点凑齐。宣传材料油印好后，邵源堃还需要将其包装好，用游水篮（一种通用的书篮）或者书包分批送至中大附中的肖增孝1那里，由他再进行传递。这些宣传材料除供内部使用之外，还面向一些基层群众，特别是有针对性地派发到一些统战人物，尤其是某些有投诚意向的人那里。在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传送资料的过程随时会遭遇搜查，所以邵源堃多选择在早上或者黄昏的时候，不坐公共车，而是骑车或步行穿越横街小巷，将油印品带去中大附中。这样，如果发现前面有什么情况，也便于及时应对处理，不容易暴露，所以一直到解放，这些宣传资料在传递中都没有出过事。
但还是有比较惊险的时候。有一次，由于要急于送出油印品，邵源堃在晚饭后趁着黄昏骑着自行车，将装有《广州文摘》的游水篮放在单车后座的车架上面，送去中大附中。在西关留庆新横街转去多宝路的时候，刚好有一位老人家从路边冲了出来，邵源堃因车速过快躲避不及，一下子就撞上了那位老人家，他自己也倒在了地上，车架上那些《广州文摘》的包装露出了一点点，好在没有散开。他当时紧张极了，扶好那位老人之后，就立刻收好自己的东西，赶快走了。幸好那时是黄昏，路灯还没有开，天色渐暗，人也稀少，这些油印资料才没有被人发现。
因为邵源堃能够严格遵守组织上的《秘密工作条例》，具有超强的保密安全意识，所以在印制《广州文摘》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出现过危险的局面，地下油印站顺利完成了组织交代的任务，为广州解放做出了贡献。

参考资料
1.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编：《第二条战线在广州》，2015年。
2.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采编：《我与广州解放》，广州出版社2009年版。
image1.png
AN TERABADL Y,
BAIA, RSN TARER





